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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化与结构化∗

———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变化（２００６ －２０１７）

朱　 斌

提要：本文探讨了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７ 年中国不稳定工作的变化趋势。 研究发

现，随着国家对劳动力市场干预的增强，雇主所面临的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

要求的冲突凸显。 雇主一方面通过增加稳定工作来满足国家政策的合法性

要求，另一方面则通过削减不稳定工作者的劳动成本来平抑因稳定工作者

的增加所导致的劳动成本上升，从而加剧了“稳定—不稳定”二元结构的分

割。 由于私有单位面临的合法化与绩效最大化张力更强，上述两个过程在

私有单位内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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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收入不平等在世界许多地区都呈扩大趋势，引起了

各国政府、学者与民众的广泛关注。 已有大量研究讨论了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

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对社会经济结构与制度的重塑使得劳

动力市场中的雇佣模式发生重要变化，原来的“组织封闭”的雇佣模式转向“市
场开放”的雇佣模式，劳动力市场趋于不稳定，进而导致劳动者的收入日益不稳

定，不再像过去那样会随着工作资历的累积而增加。
西方劳动力市场中的不稳定化主要有两个表现：一是不稳定工作的数量在

逐渐增加（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２０１２；Ｏｌｓｔｈｎｏｏｒｎ，２０１４）；二是劳动者的工作流动愈加频繁，
同一份工作的平均任期有所缩短（Ｈｏｌｌｉｓｔｅｒ，２０１１；Ｈｏｌｌｉｓｔｅｒ ＆ Ｓｍｉｔｈ，２０１４）。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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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工作流动的多少也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但对工作流动的测量比较困

难，需要长期追踪数据。 本文的“稳定化”或“不稳定化”仅指不稳定工作数量的

变化，“不稳定化”是指不稳定工作占比上升，反之则为“稳定化”。
所谓“不稳定工作”，目前还没有统一定义，有的学者将其与“非正规就业”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非标准就业关系” （ ｎ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弹性就业”（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等概念相等同，有的学者则认为这些概念存在

不同之处（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２０００；苏熠慧、姚建军，２０１９）。 总的来说，这些概念所参照

的对象都是福特主义下制造业工人所具有的工作形态，这种工作形态大概有三

个特征：（１）劳动者长期受雇于某个雇主，雇主为其提供稳定的经济报酬、社会

保险、职业培训等；（２）劳动者通常是全职劳动者，有固定的工作时间；（３）劳动

者的工作地点往往也是固定的，都是在工厂或办公室上班（艾德格，２００９：１６５）。
那么“不稳定工作”往往就是指在契约关系、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等方面更加弹

性或者去标准化的工作，具体包括非全职工作、临时工、合同工、劳务派遣工、自
雇佣，等等（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２０００）。

有学者认为，“稳定工作”与“不稳定工作”已经构成了劳动力市场中新的二

元分割结构，并成为社会不平等的重要结构来源 （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１９８４；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
２００３；Ｈｕｄｓｏｎ，２００７）。 相比于“稳定工作”，“不稳定工作”往往是质量更差的工

作，其经济报酬、社会福利水平、培训与晋升机会更差（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Ｋａｕ⁃
ｈａｎｅｎ ＆ Ｎäｔｔｉ，２０１５），就业者的组织承诺、主观幸福感与身心健康水平等也更低

（Ｄｒｏｂｎｉｃ̌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Ｒｏｈｄ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目前很少有研究探讨“稳定—不稳定”
二元结构的分割程度是否增强，但这一问题不容忽视，因为二元结构的分割程度

越强，其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越是结构性的。 我们把二元结构的分割程度不断

增强的过程称为“结构化”过程，表现为稳定工作与不稳定工作的机会差距逐渐

扩大。
中国劳动力市场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原来行政分配、高

度稳定的再分配体制向市场分配、多元灵活的市场体制转变，过去所谓的“铁饭

碗”工作越来越少，“不稳定工作”越来越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常常受到侵犯，
由此引起了许多劳资冲突（沈原，２００６）。 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国家于 ２００８ 年

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劳工权益保护的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以下简称《就业

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下简称《劳动争议调解仲

裁法》）。 已有研究认为，政府从劳动力市场的退出会加剧不稳定化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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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的结构化趋势（李骏，２０１８）。 那么，随着国家对劳动力市场干预的增

强，不稳定化趋势是否会改变？ 稳定工作与不稳定工作之间的二元分割结构是

否会消解？ 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下文首先对中西方不稳定工作相关研究进行简要回顾，在此基础上本文将

结合中国近年来的劳动法律与政策的变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趋势做出预测，
最后使用 ＣＧＳＳ 五年调查数据来检验上述预测。

二、文献综述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西方劳动力市场中的不稳定化日益明显，为什么会

出现这种变化呢？ 一般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重塑了全球社会经济结构与制

度（Ｃｅｎｔｅｎｏ ＆ Ｃｏｈｅｎ，２０１２），进而改变了雇佣双方的力量。 首先，就需求侧（雇
主）来看，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导向、以资本市场为中心

的“股东资本主义”开始在全球蔓延（杨典，２０１８）。 这种新的公司治理制度使得

雇主与管理者的管理思路从长期成长导向转向了短期利润导向，雇主与管理者

为了提高短期利润，常常会通过裁员、缩减劳工福利来降低劳动成本（Ｆｌｉｇｓｔｅｉｎ ＆
Ｓｈｉｎ，２００７）。 与此同时，技术的快速更新也减少了长期雇佣关系的价值，因为雇

主对员工的培训、投资很快会被新技术所取代，由此导致雇主更愿意采取灵活弹

性的雇佣关系，包括瓦解内部劳动力市场、雇佣临时工或合同工取代内部正式

工、将非核心任务外包给其他公司，更多从市场中而不是组织内获取商品与服务

（Ｓａｈａｙ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Ｂｉｄｗｅｌｌ，２０１３）。
其次，从供给侧（劳动者）来看，教育产业化与经济全球化为劳动力的供给

和再生产提供了土壤（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２０１２）。 二战结束以后，多数国家都推进了教育

扩张，这为劳动力市场培养了越来越多符合甚至超过雇主需求的后备劳动力，由
此也造成了文凭贬值（Ｖａｎ ｄｅ Ｗｅｒｆｈｏｒｓｔ，２００９；Ｂｅｒｎａｒｄｉ ＆ Ｂａｌｌａｒｉｎｏ，２０１４）。 随着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资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廉价的劳动力，由此形成了一个

全球化的劳动力市场，这意味着劳动力蓄水池的整体扩张。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

的数据，２０１３ 年全球劳动后备军达到 ２３ 亿人，这无疑会加剧劳动力市场中的不

稳定化趋势（Ｊｏｎｎａ ＆ 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１６）。
最后，从政府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的中心地位和以市场为导向的

解决方案，排斥政府对社会的保护。 一方面，政府对资本的管制逐渐放松，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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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不断积累（皮凯蒂，２０１４）；另一方面，用来规制劳动力市场的政府法规也被

不断侵蚀，工会的力量持续衰弱（Ｇｏｎｏｓ，１９９７），美国工人曾经享受的集体性的

“社会福利制度”被个体主义式的“工作福利制度”取代（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２００９）。 许多

研究显示，一个国家对雇主权力的限制越大、社会福利支出越多、工会力量越强，
该国工作的稳定性相对较高，如工作保障、工作自主性和工作条件、工作中的人

际关系更好，雇员的主观稳定感也更强（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Ｐｏｎｔｕｓｓｏｎ，２００７；Ｏｌ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Ｄｉｘ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总的来说，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雇主的力量越来越强，雇员的力量越来

越弱，因此雇主能够改变过去劳雇双方的社会契约，以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式重新

打造雇佣关系。 随着不稳定工作数量的增多，一些学者开始审视不稳定工作与

稳定工作之间的关系，并将两种工作形态看作是劳动力市场中新的二元分割结

构。 经典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分为首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

劳动力市场，两种劳动力市场在社会资源和资源分配机制上都存在重要差异

（Ｄｏｅｒｉｎｇｅｒ ＆ Ｐｉｏｒｅ，１９７１）。 后续研究则多从职业分工与职业封闭、产业结构与

行业垄断、组织结构与组织模式等不同角度提出分割结构方案（Ｂａｒｏｎ ＆ Ｂｉｅｌｂｙ，
１９８０；李骏，２０１６），而忽视了组织内的分割结构。

一些学者首先在企业内部发现，“不稳定工作”与“稳定工作”构成了一种分

割结构。 由于不同员工对企业的重要性不一样，雇主对员工采用不同雇佣政策，
由此形成“核心—边缘”结构或“内部人—外部人”结构，那些核心就业者负责组

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任务，获得更高收入，享受更多福利，拥有更多培训机

会，工作也更有保障，而边缘就业者与之相反（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１９８４；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２００３；
Ｈｕｄｓｏｎ，２００７）。 后续研究者进一步将这种新的分割结构推广到整个劳动力市场

中，分析了稳定工作与不稳定工作在工作质量上的差异（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
ＭｃＧｏｖｅｒ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Ｋａｕｈａｎｅｎ ＆ Ｎäｔｔｉ，２０１５）。

西方已经积累了大量关于“不稳定工作”的研究，中国的相关研究总体较

少，大致存在三种与之相关的研究路径。 第一种路径是从非正规就业角度讨论

非正规就业的规模、形成与特征。 国际劳动组织（ ＩＬＯ）早期根据企业特征来定

义非正规就业，把小规模企业中的就业称为非正规就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国
际劳动组织又强调要结合企业特征与岗位特征来界定非正规就业 （姚宇，
２００８），这使得相关研究中非正规就业的定义也不一样。 尽管如此，大多数学者

普遍认为，虽然非正规就业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但他们的规模

甚至超过了正规就业者，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吴要武、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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昉，２００７；黄宗智，２００９，２０１０；薛进军、高文书，２０１２；魏下海、余玲铮，２０１２；屈小

博，２０１２；张延吉、秦波，２０１５）。
第二种路径是从劳动合同的角度来讨论劳动合同对人们工作质量的影响，

进而分析《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这些研究发现，相比于未签订劳

动合同的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享受法定社会保障的概率更高、劳动收入更

高、加班以及过劳工作的概率显著更低、离职意愿也更低（卿石松、刘明巍，２０１４；
孙睿君、李子奈，２０１０；孙中伟、杨肖锋，２０１２；杜鹏程等，２０１８）。 而《劳动合同

法》有利于推动劳动合同特别是长期劳动合同的签订（王甫希等，２０１８；孙中伟

等，２０１８；章元等，２０１９）。
上述两种路径通常是管理学与经济学研究所采用的，大多数社会学研究是

以田野观察和深入访谈为研究方法，对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互联网企业等部门

中的“不稳定工作”，以及农民工、自雇佣者、学生工等不稳定工作者的劳动关

系、工作条件、劳动过程进行深入分析。 这些研究重点分析了原来被认为是“铁
饭碗”的国有部门工作是如何变得不稳定的；对于不稳定工作者，雇主是如何在

保持监督控制的情况下让他们主动参与到劳动游戏中去的（贾文娟，２０１５；郑广

怀等，２０１５；苏熠慧，２０１６；梁萌，２０１７）。
综上所述，西方关于不稳定工作的研究比较丰富，既探讨了不稳定化的趋势

及其原因，也分析了“稳定—不稳定”二元分割结构，不过这些研究并未对结构

化趋势进行深入分析。 与之相比，国内研究较少分析中国不稳定工作的一般情

况及其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 李骏认为，工作稳定与否已经构成了中国劳动力

市场中新的分割维度，不稳定工作与稳定工作之间的平均收入与人力资本回报

都不一样（李骏，２０１６）。 对内地与香港的进一步比较发现，由于香港奉行自由

主义经济政策，政府对劳动关系采取低度干预，故而香港的不稳定工作比内地更

多，“稳定—不稳定”二元结构的分割程度也要强于内地（李骏，２０１８）。
李骏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不稳定化与结构化提供了重要线索，即自由

主义经济政策可能同时推动了不稳定化与结构化趋势。 这是因为当政府不再保

护社会时，雇主有更强的力量来降低劳动成本，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这可以从

两个方面来实现。 一方面，相比于稳定工作者，雇用不稳定工作者的成本更低，
那么雇主会将更多的稳定工作转变为不稳定工作。 另一方面，雇主也会进一步

强化稳定工作与不稳定工作之间的分割结构，将不稳定工作者排斥在稳定工作

以外，这就使得劳动力市场中存在大量相对过剩人口，雇主能够不断以低于市场

的价格雇用他们，而且增强了生产灵活性，瓦解了工人团结和集体行动。 上述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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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可以称之为新自由主义逻辑。 中国劳动力市场是否也遵循此逻辑呢？ 李骏并

未对中国劳动力市场进行动态分析，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

三、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不稳定工作

改革开放以前，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制度的存在，中国城镇社会不存在

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劳动力市场。 国家通过“统包统配”方式使得劳动者成为

用人单位“终身制”的固定工，一旦就业就鲜有机会流动，也没有被解雇的风险。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劳动力配置方式与雇佣关系也发生了深

刻变化，这种变化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１ 年，此时的劳动力市场有所松动，但依然受到很多

限制。 在这一阶段，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与“上山下乡”政策的调整使得

城乡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动人口越来越多。 同时，国有部门的雇佣关系开

始契约化，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国务院颁发《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规
定在国营企业新招收的工人中推行劳动合同。 然而，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经

济体制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没有改变，劳动力市场中市场分配的范围还小于计划

分配，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兴起的乡镇企业吸收，城镇的劳动用工仍然以国

有、集体企业用工为主（刘精明，２００６）。
第二阶段为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７ 年，此时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不断增强（李小瑛、赵

忠，２０１２）。 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体制外的劳动力市场逐渐扩张，根据

２００８ 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城镇就业人员中国有单位与集体单位就业人员

的比例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８１􀆰 ２４％ 下降到 ２００７ 年的 ２４􀆰 ３３％ 。 而体制外就业人员中

不稳定工作占了绝大多数，如农民工、个体户、无合同用工等（黄宗智，２００９）。
另一方面，国有部门的非正式用工越来越普遍。 国有部门一直都存在非正

式用工形式，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存在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季节工、家属工、外
包工、零工等多种用工形式，但数量较少，而且具有很强的计划性（Ｌｅｅ，２０１６）。
１９９５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以下简称《劳动法》）正式实施，劳动合同制

被推广到所有员工，确立了用工单位与劳动者的双向选择关系。 雇佣关系契约

化打破了“铁饭碗”，解除了企业调整劳动力成本的制度约束。 １９９７ 年，国有企

业改革加快，“抓大放小”的政策将大量国有企业工人从稳定的劳动和生活中剥

离出来。 随着改革的推进，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财政负担，越来越多的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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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特别是国有企业纷纷采取了“二元劳动体制”，雇用了大量非正式职工，或
将产品与服务外包给其他部门（贾文娟，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第三阶段为 ２００８ 年至今，在前一时期，由于原来单位制下父爱主义的“庇护

关系”逐渐消失，而市场经济中的契约关系尚未完善，许多单位想方设法降低劳

动成本、提高生产利润，由此引起了许多劳资纠纷与劳工维权抗争，对社会稳定

造成了较大威胁（沈原，２００６；佟新，２００６；蔡禾等，２００９；黄岩，２０１０）。 在这种情

况下，我国劳动政策开始调整。 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国家主要任务是发展经

济，为此不断推动市场化，政府对资本的限制以及劳动关系的干预也在弱化。 但

随着劳资冲突与维权抗争愈演愈烈，社会稳定逐渐成为与经济发展并驾齐驱的

主要任务，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与社会政策来保护劳动者。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国家开始推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社会养老保险。

２００８ 年，《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一系列法律开

始实施，在立法层面规范了雇佣关系，提高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 虽然在

１９９５ 年的《劳动法》中，劳动合同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但其中条文比较宽泛，在
实践中操作性不强（黎建飞，２００９）。 许多研究显示，《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促进

了劳动合同的签订和合同期限的长期化（屈小博，２０１７；王甫希等，２０１８；章元等，
２０１９）。 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员工能得到更好保护，反过来也使得企业愿意加大人

力资本投资，增加员工保险和福利投入，更加注重人性化管理，最终建立起一套

内部劳动力市场制度（孙中伟等，２０１８）。 由此可以预测，２００８ 年经济危机以后，
虽然西方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化趋势更加明显，但在中国，这一趋势可能有所遏

制，至少劳动力市场的稳定工作会有所增加，那么可以得到本文第一个假设。
假设 １：２００８ 年后，获得稳定工作的概率有所上升。
进一步来看，国家对劳动力市场干预的增强如何影响“稳定—不稳定”二元

分割结构呢？ 本文试图从新制度主义视角进行分析。 该视角认为，组织生存的

环境包括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组织为了生存下去必须同时满足这两种环境的

要求，即合法性与效率要求（Ｍｅｙｅｒ ＆ Ｒｏｗａｎ，１９７７；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 Ｐｏｗｅｌｌ，１９８３）。 然

而，一些满足合法性的组织实践却会损害组织效率，为此组织会采取一些措施来

调节这种矛盾，如“组织脱嵌” （Ｍｅｙｅｒ ＆ Ｒｏｗａｎ，１９７７）。 沿着这一思路，上述法

律法规的出台意味着用人组织的制度环境发生重要转变，为了满足制度环境的

要求，雇主不得不拓展稳定雇佣关系，使其覆盖更多员工，同时履行劳动合同规

定的义务，由此造成劳动成本增加（刘媛媛、刘斌，２０１４；沈永建等，２０１７）。 但

是，经过几十年的市场化改革，绩效最大化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用人组织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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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面临着绩效考核，那么如何平衡稳定化所带来的额外劳动成本呢？ 其中一种

方式可能就是通过削减不稳定工作者的成本来维持整个劳动成本的平衡。
首先，稳定工作者一般是组织内的核心成员，承担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

键任务（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２００３；Ｈｕｄｓｏｎ，２００７）。 随着用人组织增加稳定工作数量，稳定

工作者中可能逐渐纳入了一些非核心员工，剩下的不稳定工作者愈加边缘，对于

组织发展来说更不重要。 组织为了控制用人成本，可能会不断降低他们的收入，
由此造成不稳定工作者与稳定工作者的收入差距扩大。 其次，随着不稳定工作

的减少，剩下的不稳定工作者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非技术工作，对劳动者人力资

本或技术的要求不高，因此用人组织可以进一步降低那些人力资本较高的不稳

定工作者的收入。 即使他们会因为对收入下降不满而流失，用人组织也能补充

人力资本较低的劳动者，最终将导致不稳定工作者中的人力资本回报下降，且稳

定工作者与不稳定工作者之间的人力资本回报差距上升。
综上所述，在国家劳动政策发生转变的情况下，用人组织可以通过降低不

稳定工作者的整体收入，尤其是降低其中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者的收入来平

抑整个用人成本，由此造成稳定工作者和不稳定工作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和人

力资本回报差距扩大，使得“稳定—不稳定”二元结构的分割程度增强。 因此，
国家虽然能够通过一系列措施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契约化程度，保护更多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但很难将这种保护覆盖到整个劳动力市场，更何况国家也担心

过度干预会影响经济发展。 因此，每当中国经济遇到问题，《劳动合同法》容易

成为众矢之的（孙中伟等，２０１８）。 总的来说，国家对劳动力市场干预的增强会

促进劳动力市场的稳定化，但也可能导致雇主将增加的劳动成本转嫁到不稳

定工作者身上，由此造成“稳定—不稳定”二元结构的分割程度增强。 由此可

以得出假设 ２。
假设 ２：２００８ 年后，稳定工作与不稳定工作的二元结构的分割程度增强。
假设 ２􀆰 １：稳定工作者的平均收入高于不稳定工作者，２００８ 年后，二者收入

差距扩大。
假设 ２􀆰 ２：稳定工作者的人力资本回报高于不稳定工作者，２００８ 年后，二者

人力资本回报差距扩大。
当然，劳动力市场中的雇主本身具有多样性，在中国，虽然大多数劳动者在

私有单位就业，但公有单位就业人员无论是数量还是比例都要高于西方国家。
一般认为，公有单位与私有单位也构成了一种二元结构，相对于公有单位，私有

单位是一个在工作条件、工作报酬、社会保障、工作流动、机会分配机制等方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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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劳动部门，而且这种分割结构一直延续至今（刘精明，２００６；王甫勤，
２０１０；杨娟等，２０１１；李路路等，２０１６）。 那么，随着国家劳动政策的转变，不同单

位中稳定化与结构化趋势有何差异呢？
首先，公有单位的雇主是国家，其面临的制度环境压力更大，当国家劳动政策

转变时，公有单位会最快响应国家号召，将原来的不稳定工作者纳入稳定的雇佣关

系中。 而私有单位面临的合法化压力更小，稳定化速度更慢。 不过随着公有单位

中稳定工作者的比例越来越高，私有单位的合法化压力也将越来越大，其稳定化速

度加快，最终出现与公有单位相似的趋同趋势。 由此可以得到假设 ３。
假设 ３：２００８ 年后，公有单位中的稳定化过程总体上快于私有单位，不过最

终将趋同。
其次，按照上文的新制度主义逻辑，结构化过程是否也是先在公有单位后在

私有单位中出现呢？ 在笔者看来，之所以出现稳定化与结构化并行的变化趋势，
是因为用人组织同时承受着合法化与绩效最大化压力，采取了变通行为。 毫无

疑问，相较于公有单位，私有单位面临的冲突更强烈。 公有单位，尤其是党政机

关与事业单位追求的绩效并不是经济利润，因此他们也未必会为了降低用人成

本而加强“稳定—不稳定”二元结构的分割程度。 因此，我们作出假设 ４。
假设 ４：在私有单位中，在稳定工作数量增加的同时，“稳定—不稳定”二元

结构的分割程度也在加强；而在公有单位中，稳定化与结构化未必会同时出现。

四、研究方法

（一）数据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 ＣＧＳＳ 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询问工作稳定性的相关问题，最新公布的数据是 ２０１７ 年调查数据。
为了更系统地考察我国不稳定工作的变化趋势，本文使用了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五年数据，其中 ２０１０ 年数据由于缺少工作稳定性的关键问题，故而

未纳入。 本研究的分析对象限于 １８ － ６０ 岁非农在职者，并排除了自雇者。 在数

据分析过程中，我们根据数据提供的权重做了加权调整。

（二）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分析劳动力市场中稳定化趋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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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是工作类型，即是否为稳定工作。 对于不稳定工作的界定，不同学者使用

的标准往往不同。 本文主要根据工作时间与契约关系来界定。 如果被访者的工

作不是全职工作，或者没有固定雇主（临时工），或者有固定雇主但未签订劳动

合同，则界定为不稳定工作，设置为 ０，其他工作视为稳定工作，设置为 １。
另一方面，在分析稳定工作与不稳定工作之间的结构化趋势，也即稳定工作

与不稳定工作的收入差距与人力资本回报差距的变化时，此时的因变量是工作

收入。 考虑到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７ 年存在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故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发

布的历年消费价格指数做了通货膨胀调整（以 ２００６ 年为基准），以使各年之间

收入具有直接可比性。 工作收入是连续变量，取对数进入模型。

（三）自变量

在分析稳定化过程时，自变量是调查年份与单位类型，调查年份设置为分类

变量，以 ２０１２ 年为参照组。 单位类型则根据被访者工作组织的所有制区分为公

有单位和私有单位，公有单位包括国有单位与集体单位，其他工作单位则统一视

为私有单位。 在分析结构化过程时，此时自变量除了工作类型以外，还包括受教

育年限。 受教育年限是连续变量。

（四）控制变量

除上述自变量外，本文还控制了被访者如下变量：性别、年龄、年龄平方、民
族、户籍、城乡地区、党员身份、职业阶层。 其中年龄是连续变量，性别、民族、户
籍、城乡地区、党员身份均为二分类变量，参照组分别为女性、少数民族、农业户

口、农村地区与非党员。 关于职业阶层，我们先根据被访者工作信息将其转换为

ＥＧＰ 图式，随后把 ＥＧＰ 阶层框架转换为五个职业阶层：非技术工人阶层、技术工

人阶层、一般非体力阶层、白领阶层（低级服务阶层）和精英阶层（高级服务阶

层），以非技术工人阶层作为参照组。
表 １ 给出了五次调查核心变量的简单描述统计。 从因变量来看，即使控

制了通货膨胀，被访者的平均工作收入依然逐渐提高。 从劳动力市场结构来

看，稳定工作的比例有所上升，从 ３６􀆰 ７４％上升到 ５４􀆰 ９３％ 。 与之相反，公有单

位就业的比例大幅下降，从 ５９􀆰 ４０％下降到 ３４􀆰 ９５％ 。
进一步分析发现，无论是在公有单位还是私有单位，稳定工作比例都有所

上升，公有单位中稳定工作比例从 ４５􀆰 ３５％ 上升到 ７０􀆰 ８２％ ，私有单位中稳定

工作比例从 ２４􀆰 １６％上升到 ４６􀆰 ４０％ 。 总的来说，从 ２００６ 年以来的十年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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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公有单位还是私有单位，稳定工作比例都有所上升，但稳定工作的总体占

比仍然只有 ５４􀆰 ９３％ ，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表 １ 不同调查年份核心变量的简单描述统计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

因变量

工作收入（对数） ９􀆰 ３９（０􀆰 ７１） ９􀆰 ４３（０􀆰 ８１） ９􀆰 ８０（０􀆰 ９４） ９􀆰 ９７（１􀆰 １３） １０􀆰 １５（１􀆰 ２２）

工作类型（参照组为稳定
工作）

３６􀆰 ７５ ４８􀆰 ３３ ５３􀆰 ６５ ５２􀆰 ５９ ５４􀆰 ９３

自变量

单位类型（参照组为公有
单位）

５９􀆰 ４０ ４９􀆰 ４７ ４０􀆰 ９０ ３７􀆰 ６１ ３４􀆰 ９５

受教育年限（年） １１􀆰 ５２（３􀆰 ２２） １１􀆰 ３１（３􀆰 ４０） １１􀆰 ８１（３􀆰 ９１） １１􀆰 ８４（４􀆰 ０１） １２􀆰 ３９（３􀆰 ９８）

控制变量

性别（参照组为男性） ５６􀆰 １４ ５９􀆰 ８９ ５８􀆰 ４８ ５８􀆰 ８１ ５８􀆰 ５１

年龄（岁） ３５􀆰 ０９（１０􀆰 ２２） ３６􀆰 ９２（１０􀆰 ３５） ３８􀆰 ８４（１０􀆰 ８９） ３８􀆰 ８６（１１􀆰 １４） ３６􀆰 １５（１０􀆰 ４３）

民族（参照组为汉族） ９５􀆰 ７５ ９４􀆰 ９５ ９４􀆰 １９ ９５􀆰 ０１ ９４􀆰 ５７

户籍（参照组为非农户口） ７４􀆰 ２０ ６９􀆰 ９７ ６６􀆰 ５１ ６０􀆰 ８３ ５７􀆰 ８７

城乡地区（参照组为城市） ８２􀆰 ７１ ７７􀆰 ７９ ８５􀆰 １２ ８１􀆰 ５３ ８１􀆰 ７０

党员身份（参照组为党员） １４􀆰 ２５ １８􀆰 ２０ １６􀆰 ３７ １５􀆰 １２ １４􀆰 ９０

职业阶层

　 非技术工人阶层 ２１􀆰 ６５ ３１􀆰 ８９ ２６􀆰 ３６ ３０􀆰 ０６ ２１􀆰 ４６

　 技术工人阶层 ２０􀆰 ６０ １７􀆰 ６２ １６􀆰 ９０ １３􀆰 ４８ １８􀆰 ２１

　 一般非体力阶层 ２６􀆰 ４９ １３􀆰 １１ ２２􀆰 １２ ２１􀆰 ３３ ２５􀆰 ４３

　 白领阶层 ２１􀆰 ５６ ２３􀆰 １１ ２７􀆰 ３１ ２３􀆰 ２９ ２５􀆰 １６

　 精英阶层 ９􀆰 ７１ １４􀆰 ２７ ７􀆰 ３１ １１􀆰 ８４ ９􀆰 ７４

　 　 注：除注明单位处以外，表格中报告的数字为百分比，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差。

五、结果分析

（一）稳定工作的获得

首先，我们将五次调查数据汇总，分析稳定工作获得的变化。 由于因变量是

二分类变量，故采用二分类 Ｌｏｇｉｔ 模型。 表 ２ 给出了获得稳定工作的数据分析结

果。 模型 １􀆰 １ 显示，单位类型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在公有单位内获得稳定工作的概率高于私有单位。 调查年份的参照组是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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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可以看到，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８ 年的系数显著为负，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系数虽然为

正但不显著，说明相比于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８ 年获得稳定工作的概率显著更

低，而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获得稳定工作的概率没有明显变化。 也即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２
年间稳定工作的获得概率显著上升，２０１２ 年以后保持相对稳定，这意味着劳动

法规与政策调整所带来的稳定化效应主要体现在调整后的几年内，此后则有所

放缓，总体趋势符合假设 １。

　 表 ２ 关于稳定工作获得的最大似然估计

变量

模型 １􀆰 １
（整体）

模型 １􀆰 ２
（整体）

模型 １􀆰 ３
（公有单位）

模型 １􀆰 ４
（私有单位）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单位类型（参照组为公有单位）
　 ０􀆰 ８０２∗∗∗ 　 １􀆰 ０８４∗∗∗

０􀆰 ０５８ ０􀆰 １０５

调查年份（参照组为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０６ 年
－ １􀆰 ０３５∗∗∗ － ０􀆰 ７８１∗∗∗ － １􀆰 ３６４∗∗∗ － ０􀆰 ７５８∗∗∗

０􀆰 ０８２ ０􀆰 １３１ ０􀆰 １０８ ０􀆰 １４０

　 ２００８ 年
－ ０􀆰 ２５７∗∗ － ０􀆰 ２２１ ＋ － ０􀆰 ４２９∗∗∗ － ０􀆰 １６２􀆰 ０
０􀆰 ０８９ ０􀆰 １３０ ０􀆰 １２０ ０􀆰 １３９

　 ２０１５ 年
０􀆰 ０１３ ０􀆰 ０６２ － ０􀆰 ０２６􀆰 ０ ０􀆰 ０７２
０􀆰 ０７０ ０􀆰 ０８７ ０􀆰 １１５ ０􀆰 ０９５

　 ２０１７ 年
０􀆰 ０１９ ０􀆰 ２１１∗ － ０􀆰 ２４６∗ ０􀆰 ２０３∗

０􀆰 ０６８ ０􀆰 ０８４ ０􀆰 １０８ ０􀆰 ０９０
单位类型 × 调查年份

　 单位类型 × ２００６ 年
－ ０􀆰 ４９９∗∗

０􀆰 １６９

　 单位类型 × ２００８ 年
－ ０􀆰 １４１􀆰 ０
０􀆰 １８２

　 单位类型 × ２０１５ 年
－ ０􀆰 １１７􀆰 ０
０􀆰 １５１

　 单位类型 × ２０１７ 年
－ ０􀆰 ５５１∗∗∗

０􀆰 １４２

常数项
－ ４􀆰 ８１１∗∗∗ － ４􀆰 ９７４∗∗∗ － ２􀆰 ３９２∗∗∗ － ６􀆰 １３１∗∗∗

０􀆰 ３６９ ０􀆰 ３７１ ０􀆰 ５９９ ０􀆰 ５０３
样本量 １３２４５ １３２４５ ５９３６ ７３０９
－ ２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５１２２􀆰 １８ １５０８９􀆰 ４６ ６４７５􀆰 ００１ ８３１７􀆰 ０５３
伪 Ｒ２ ０􀆰 １７９ ０􀆰 １８１ ０􀆰 ０８７ ０􀆰 ２０３

　 　 注： ＋ 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模型 １􀆰 ２ 在上述模型基础上加入了单位类型与调查年份的交互项，单位类

型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说明在 ２０１２ 年，公有单位获得稳定工作的概率高于私有

２１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２２． ２



单位。 单位类型与 ２００６ 年的交互项显著为正，单位类型与 ２００８ 年交互项系数

不显著，这意味着从 ２００６ 年到 ２０１２ 年，公有单位内稳定工作的获得优势进一步

扩大。 然而，单位类型与 ２０１５ 年的交互项变得不显著，单位类型与 ２０１７ 年交互

项显著为负。 这说明从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７ 年，公有单位内稳定工作的获得依然有

优势，不过比起 ２０１２ 年有所下降。 上述结果说明，从 ２００６ 年到 ２０１７ 年，公有单

位获得稳定工作的优势是先扩大后缩小。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进一步来看公

有单位与私有单位内部稳定工作的变化趋势。
模型 １􀆰 ３ 和模型 １􀆰 ４ 分别分析了公有单位和私有单位内部稳定工作获得的

变化。 模型 １􀆰 ３ 显示，相比于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０６ 年、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的系数都显著

为负，但 ２０１７ 年系数值较小，说明从 ２００６ 年到 ２０１２ 年，公有单位内部稳定工作

迅速扩散，此后则略有下降。 模型 １􀆰 ４ 显示，２００６ 年系数显著为负，不过系数绝

对值小于模型 １􀆰 ３，这说明从 ２００６ 年到 ２０１２ 年，私有单位中的稳定工作扩散速

度不如公有单位快。 不过与模型 １􀆰 ３ 不一样的是，在模型 １􀆰 ４ 中，２０１７ 年系数显

著为正，这说明从 ２０１２ 年到 ２０１７ 年，私有单位中稳定工作在持续扩散。
综合上面四个模型来看，我国劳动政策改变后，公有单位与私有单位都受到

相应压力，故而获得稳定工作的概率均有所上升。① 在最初几年，公有单位承受

压力明显高于私有单位，稳定工作扩散更快，故而稳定工作获得的相对优势上

升。 从 ２０１２ 年到 ２０１７ 年，随着公有单位中稳定工作达到一定比例，稳定工作的

扩散近乎停滞，而私有单位中的稳定工作继续扩散，从而使得公有单位内稳定工

作获得的相对优势下降。 这一结果支持假设 ３。

（二）不稳定工作与收入获得

模型 ２ 分析了稳定工作与不稳定工作之间的收入差距及其变化。 由于因变

量工作收入是连续变量，故使用 ＯＬＳ 回归模型。 模型 ２ 的具体结果可见表 ３。
首先来看核心自变量工作类型的影响，在五次调查中，工作类型系数均显著为

正，说明稳定工作者的平均收入显著高于不稳定工作者；工作类型系数总体上趋

于增大，但不是完全单调递增。 表 ３ 将模型 ２􀆰 １ － ２􀆰 ５ 汇总做了交互项模型，从
中可以看到工作类型系数变化是否具有统计显著性，结果显示，“工作类型 ×
２００６ 年”系数显著为负，“工作类型 × ２０１７ 年”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工作类型 ×
２００８ 年”和“工作类型 × ２０１５ 年”系数很小也不显著。 这说明从 ２００６ 年到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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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稳定工作者的收入优势有所扩大，但从 ２０１２ 年到 ２０１７ 年，稳定工作者的收

入优势没有显著变化。

　 表 ３ 工作类型对工作收入的影响模型（整体）

变量

模型 ２􀆰 １
（２００６ 年）

模型 ２􀆰 ２
（２００８ 年）

模型 ２􀆰 ３
（２０１２ 年）

模型 ２􀆰 ４
（２０１５ 年）

模型 ２􀆰 ５
（２０１７ 年）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单位类型（参照组为公有
单位）

－ ０􀆰 １７８∗∗∗ － ０􀆰 ０５５　 － ０􀆰 ０８３ ＋ － ０􀆰 ０４６　 － ０􀆰 ０３２　
０􀆰 ０４１ ０􀆰 ０５３ ０􀆰 ０４５ ０􀆰 ０５８ ０􀆰 ０５６

工作类型（参照组为稳定
工作）

　 ０􀆰 ２００∗∗∗ 　 ０􀆰 ３２９∗∗∗ 　 ０􀆰 ３２７∗∗∗ 　 ０􀆰 ３０２∗∗∗ 　 ０􀆰 ４１２∗∗∗

０􀆰 ０３４ ０􀆰 ０４７ ０􀆰 ０３８ ０􀆰 ０５１ ０􀆰 ０５７

常数项
　 ８􀆰 １２８∗∗∗ 　 ７􀆰 １５８∗∗∗ 　 ６􀆰 １９２∗∗∗ 　 ５􀆰 １３８∗∗∗ 　 ４􀆰 ６６７∗∗∗

０􀆰 ２１９ ０􀆰 ３６９ ０􀆰 ２７８ ０􀆰 ４２０ ０􀆰 ４５９

样本量 ２２０４ １７４１ ３１４１ ２４７５ ３１６２

Ｒ２ ０􀆰 ２１８ ０􀆰 ３１９ ０􀆰 ２４８ ０􀆰 ２０９ ０􀆰 ２４９

　 　 注： ＋ 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模型 ３ 分别分析了公有单位和私有单位内部工作类型对收入影响的变化。
模型 ３􀆰 １ － ３􀆰 ５ 分析的是公有单位情况。 表 ４ 结果显示，工作类型的系数均显著

为正，但从表 ５ 可以看到这些系数没有显著变化，说明在公有单位内，稳定工作

者的平均收入始终高于不稳定工作者，但二者的收入差距并未随着时间而显著

变化。 模型 ３􀆰 ６ －３􀆰 １０ 分析的是私有单位情况，从表 ４ 可以看到工作类型的系数

也都显著为正。 表 ５ 结果显示，与 ２０１２ 年相比，２００６ 年工作类型系数显著更小，
２０１７ 年工作类型系数显著更大，这说明在私有单位内，稳定工作者的平均收入始

终高于不稳定工作者，而且二者的收入差距在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７ 年逐渐扩大。

　 表 ４ 工作类型对工作收入的影响模型（分单位）

变量

公有单位

模型
３􀆰 １

（２００６ 年）

模型
３􀆰 ２

（２００８ 年）

模型
３􀆰 ３

（２０１２ 年）

模型
３􀆰 ４

（２０１５ 年）

模型
３􀆰 ５

（２０１７ 年）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私有单位

模型
３􀆰 ６

（２００６ 年）

模型
３􀆰 ７

（２００８ 年）

模型
３􀆰 ８

（２０１２ 年）

模型
３􀆰 ９

（２０１５ 年）

模型
３􀆰 １０

（２０１７ 年）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工作类型
（参照组为
稳定工作）

０􀆰 １８１∗∗∗ ０􀆰 ３００∗∗∗ ０􀆰 １８７∗∗∗ ０􀆰 ２２５∗∗∗ ０􀆰 １４４∗ ０􀆰 ２１６∗∗∗ ０􀆰 ３３０∗∗∗ ０􀆰 ４１８∗∗∗ ０􀆰 ３６２∗∗∗０􀆰 ５７７∗∗∗

０􀆰 ０４３ ０􀆰 ０６１ ０􀆰 ０５３ ０􀆰 ０６６ ０􀆰 ０７０ ０􀆰 ０６１ ０􀆰 ０６８ ０􀆰 ０５４ ０􀆰 ０７３ ０􀆰 ０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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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变量

公有单位

模型
３􀆰 １

（２００６ 年）

模型
３􀆰 ２

（２００８ 年）

模型
３􀆰 ３

（２０１２ 年）

模型
３􀆰 ４

（２０１５ 年）

模型
３􀆰 ５

（２０１７ 年）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私有单位

模型
３􀆰 ６

（２００６ 年）

模型
３􀆰 ７

（２００８ 年）

模型
３􀆰 ８

（２０１２ 年）

模型
３􀆰 ９

（２０１５ 年）

模型
３􀆰 １０

（２０１７ 年）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常数项
８􀆰 １４１∗∗∗ ６􀆰 ６８６∗∗∗ ５􀆰 ３９１∗∗∗ ５􀆰 １１１∗∗∗ ４􀆰 ３７２∗∗∗ ７􀆰 ７２８∗∗∗ ７􀆰 ３４４∗∗∗ ６􀆰 ４６９∗∗∗ ４􀆰 ９４１∗∗∗４􀆰 ７１８∗∗∗

０􀆰 ３６０ ０􀆰 ６２１ ０􀆰 ４８５ ０􀆰 ６９７ ０􀆰 ８２７ ０􀆰 ２９８ ０􀆰 ４３０ ０􀆰 ３５１ ０􀆰 ５２６ ０􀆰 ５４５

样本量 １４０３ ９４４ １３１６ ９３７ １１２９ ８０１ ７９７ １８２５ １５３８ ２０３３

Ｒ２ ０􀆰 １９３　 ０􀆰 ２５１　 ０􀆰 ２１９　 ０􀆰 ２２７　 ０􀆰 ２９５　 ０􀆰 ２９９　 ０􀆰 ３８７　 ０􀆰 ２６０　 ０􀆰 １８７　 ０􀆰 ２２１　

　 　 注： ＋ 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表 ５ 工作类型对工作收入影响的变迁模型

变量

模型 ４􀆰 １
（整体）

模型 ４􀆰 ２
（国有单位）

模型 ４􀆰 ３
（私有单位）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工作类型（参照组为稳定工作）
　 ０􀆰 ３２７∗∗∗ 　 　 ０􀆰 １８７∗∗∗ 　 　 ０􀆰 ４１８∗∗∗

０􀆰 ０３８ ０􀆰 ０５３ ０􀆰 ０５４

工作类型 × 调查年份（参照组为 ２０１２ 年）

工作类型 × ２００６ 年
－ ０􀆰 １２７∗ － ０􀆰 ００６ 　 － ０􀆰 ２０２∗

０􀆰 ０５１ ０􀆰 ０６８ ０􀆰 ０８１

工作类型 × ２００８ 年
０􀆰 ００２ 　 ０􀆰 １１３ － ０􀆰 ０８８

０􀆰 ０６１ ０􀆰 ０８１ ０􀆰 ０８６

工作类型 × ２０１５ 年
－ ０􀆰 ０２５　 　 ０􀆰 ０３８ － ０􀆰 ０５６

０􀆰 ０６４ ０􀆰 ０８５ ０􀆰 ０９１

工作类型 × ２０１７ 年
０􀆰 ０８５ － ０􀆰 ０４３ 　 ０􀆰 １５９ ＋

０􀆰 ０６９ ０􀆰 ０８８ ０􀆰 ０９７

常数项
　 ６􀆰 １９２∗∗∗ 　 　 ５􀆰 ３９１∗∗∗ ６􀆰 ４６９∗∗∗

０􀆰 ２７８ ０􀆰 ４８５ ０􀆰 ３５２

样本量 １２７２３ ５７２９ ６９９４

Ｒ２ ０􀆰 ２９５ ０􀆰 ３７２ ０􀆰 ２６６

　 　 注： ＋ 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０１。

（三）不稳定工作与人力资本回报

检验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结构的另一个标准是分析两种劳动部门的资源分

配机制是否一样，其中人力资本回报的差异是最主要的区分指标。 模型 ５ 在模

型 ２ 的基础上加入工作类型与受教育年限的交互项。 表 ６ 结果显示，模型 ５􀆰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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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４ 中工作类型与受教育年限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说明稳定工作者的教育收益

率与不稳定工作者相似；模型 ５􀆰 ５ 中工作类型与受教育年限交互项系数变得显

著为正，说明稳定工作者的教育收益率显著高于不稳定工作者。

　 表 ６ 工作类型对人力资本回报的影响模型（整体）

模型 ５􀆰 １
（２００６ 年）

模型 ５􀆰 ２
（２００８ 年）

模型 ５􀆰 ３
（２０１２ 年）

模型 ５􀆰 ４
（２０１５ 年）

模型 ５􀆰 ５
（２０１７ 年）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单 位 类 型
（参照组为
公有单位）

－ ０􀆰 １７９∗∗∗ 　 － ０􀆰 ０６１　 　 － ０􀆰 ０８２ ＋ 　 － ０􀆰 ０４２　 － ０􀆰 ０２６　

０􀆰 ０４１ ０􀆰 ０５３ ０􀆰 ０４５ ０􀆰 ０５８ ０􀆰 ０５７

受教育年限
０􀆰 ０６２∗∗∗ 　 ０􀆰 ０５７∗∗∗ 　 ０􀆰 ０５３∗∗∗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９∗∗∗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工 作 类 型
（参照组为
稳定工作）

０􀆰 ２３１ ＋ 　 ０􀆰 ５５９∗∗∗ 　 ０􀆰 ２５７ ＋ 　 ０􀆰 １５４ ０􀆰 ０５５

０􀆰 １２３ ０􀆰 １６９ ０􀆰 １４１ ０􀆰 １７１ ０􀆰 １６

受教育年限
× 工作类型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３

常数项
　 ８􀆰 １２３∗∗∗ 　 ７􀆰 １１４∗∗∗ ６􀆰 ２１６∗∗∗ 　 　 ５􀆰 １９９∗∗∗ 　 ４􀆰 ８１１∗∗∗

０􀆰 ２２ ０􀆰 ３７７ ０􀆰 ２８８ ０􀆰 ４２６ ０􀆰 ４６８

样本量 ２２０４ １７４１ ３１４１ ２４７５ ３１６２

Ｒ２ ０􀆰 ２１８ ０􀆰 ３２０　 ０􀆰 ２４８ 　 ０􀆰 ２１０　 ０􀆰 ２５１

　 　 注： ＋ 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最后，模型 ６ 在模型 ３ 基础上加入了工作类型与受教育年限交互项。 从表 ７
结果可以看到，在模型 ６􀆰 １ － ６􀆰 ５ 中，工作类型与受教育年限交互项系数始终不

显著，说明公有单位内稳定工作者的教育收益率与不稳定工作者是相似的。 在

模型 ６􀆰 ６ － ６􀆰 ９ 中，工作类型与受教育年限交互项系数也不显著，但在模型 ６􀆰 １０
中，该交互项系数变得显著为正，说明稳定工作者的教育收益率显著高于不稳定

工作者。 再来看模型 ６􀆰 ６ － ６􀆰 １０ 中受教育年限系数的变化，可以看到受教育年

限系数逐渐减小，到 ２０１７ 年甚至不显著，这说明不稳定工作者中的教育收益率

在逐渐下降，而这可能造成了其与稳定工作者之间教育收益率差距的扩大。
总的来说，从人力资本回报来看，从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２ 年，公有单位承受了更多

稳定化压力，这时稳定工作者与不稳定工作者之间的人力资本回报差距还不明显。
从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７ 年，随着私有单位承受了更大的稳定化压力，私有单位内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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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的人力资本回报明显下降，导致其与稳定工作者的人力资本回报差距扩大，
这支持了假设 ２􀆰 ２。 结合稳定工作者与不稳定工作者收入差距与人力资本回报差

距的变化，可以看到劳动力市场中的“稳定—不稳定”二元结构的分割程度在加

强，而这主要是私有单位内的结构化造成的，与假设 ４ 相一致。

　 表 ７ 工作类型对人力资本回报的影响模型（分单位）

变量

公有单位 私有单位

模型
６􀆰 １

（２００６
年）

模型
６􀆰 ２

（２００８
年）

模型
６􀆰 ３

（２０１２
年）

模型
６􀆰 ４

（２０１５
年）

模型
６􀆰 ５

（２０１７
年）

模型
６􀆰 ６

（２００６
年）

模型
６􀆰 ７

（２００８
年）

模型
６􀆰 ８

（２０１２
年）

模型
６􀆰 ９

（２０１５
年）

模型
６􀆰 １０
（２０１７
年）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Ｂ ／ Ｓ􀆰 Ｅ􀆰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受教育年
限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２∗∗ ０􀆰 ０７０∗∗∗ ０􀆰 ０７４∗∗∗ ０􀆰 １２９∗∗∗ ０􀆰 ０５８∗∗∗ ０􀆰 ０４５∗∗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３

工作类型
（参照组为
稳定工作）

０􀆰 １１７　 ０􀆰 ４７３　 ０􀆰 １１１　 ０􀆰 １０１　 ０􀆰 ４８２　 ０􀆰 ２０１　 ０􀆰 ５３２∗ ０􀆰 ２３７　 ０􀆰 ２０８　 － ０􀆰 １２４

０􀆰 １６７ ０􀆰 ３０８ ０􀆰 ２０４ ０􀆰 ２９６ ０􀆰 ３５７ ０􀆰 ２２０ ０􀆰 ２４８ ０􀆰 ２１５ ０􀆰 ２３５ ０􀆰 １９６

受教育年限
×工作类型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３　 ０􀆰 ０５９∗∗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８

常数项
８􀆰 １５８∗∗∗ ６􀆰 ６１８∗∗∗ ５􀆰 ４２７∗∗∗ ５􀆰 １８２∗∗∗ ４􀆰 ２０５∗∗∗ ７􀆰 ７２９∗∗∗ ７􀆰 ３２５∗∗∗ ６􀆰 ５１０∗∗∗ ４􀆰 ９８９∗∗∗４􀆰 ９８０∗∗∗

０􀆰 ３５７　 ０􀆰 ６６８ ０􀆰 ５２２ ０􀆰 ７３４ ０􀆰 ８６７ ０􀆰 ２９９ ０􀆰 ４３２ ０􀆰 ３５４ ０􀆰 ５２８ ０􀆰 ５５７

样本量 １４０３ ９４４ １３１６ ９３７ １１２９ ８０１ ７９７ １８２５ １５３８ ２０３３

Ｒ２ ０􀆰 １９４　 ０􀆰 ２５２ ０􀆰 ２１９　 ０􀆰 ２２８　 ０􀆰 ２９６ ０􀆰 ２９９　 ０􀆰 ３８８　 ０􀆰 ２６０　 ０􀆰 １８８　 ０􀆰 ２２７

　 　 注： ＋ 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六、结论与讨论

２００８ 年经济危机导致大量美国人失业、破产，许多中产阶层沦为贫困阶层，
不过华尔街上许多金融公司的高层管理者仍然获得了丰厚薪酬，这种反差引起

人们强烈不满，最终形成“占领华尔街”运动。 许多研究者认为收入不平等的持

续扩大与劳动力市场中雇佣模式的转变有关，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不稳定工

作越来越普遍，并构成了一种新的二元分割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市

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单位制下形成的“终身制”工作逐渐消失，市场机制

对雇佣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那么中国是否也会形成新的市场结构，从而对社会

不平等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对此进行了系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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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数据分析结果可以归纳成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从 ２００６ 年到 ２０１７
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同时出现了两个变化趋势，一个趋势是稳定工作者的比例有

所提高。 另一个趋势是“稳定—不稳定”二元结构的分割程度有所增强，这具体

体现在稳定工作者与不稳定工作者的收入差距和人力资本回报差距上。 ２００６
年，稳定工作者的平均收入高于不稳定工作者，稳定工作者的人力资本回报与不

稳定工作者相似；２０１７ 年，稳定工作者的收入优势有所扩大，稳定工作者的人力

资本回报则显著高于不稳定工作者。 这些结果与假设 １ 和假设 ２ 一致。
第二，在不同所有制单位中，上述两个变化过程有所不同。 一方面，公有单

位中稳定工作获得概率高于私有单位。 从 ２００６ 年到 ２０１２ 年，公有单位中的稳

定工作增加更快，该优势有所上升，但从 ２０１２ 年到 ２０１７ 年，公有单位中稳定工

作的增加趋于停滞，私有单位中稳定工作继续增加，上述优势又有所下降。 另一

方面，在公有单位内，“稳定—不稳定”二元结构的分割程度较弱，虽然稳定工作

者平均收入高于不稳定工作者，但二者人力资本回报没有明显差距，而且在这十

年里没有太大变化。 在私有单位内，“稳定—不稳定”二元结构的分割程度有所

加强，表现为稳定工作者的收入优势有所扩大，稳定工作者的人力资本回报变得

显著高于不稳定工作者。 上述结果总体支持假设 ３ 和假设 ４。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现象呢？ 李骏认为，在政府对劳动力市场干预更少

的地区，雇主有更强的力量来实现利润最大化，既可以扩大不稳定工作者的数

量，也可以进一步歧视、排斥不稳定工作者，形成分割程度更强的“稳定—不稳

定”二元结构（李骏，２０１８）。 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不符合上述新自由主义

逻辑的预测，随着中国实施一系列亲劳工的法律法规与社会政策，中国劳动力市

场的稳定工作数量持续增加，但“稳定—不稳定”二元结构的分割程度反倒在加

强。 本文试图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对此予以解释。 当中国劳动政策转变时，雇主

面临的合法性要求和效率要求的冲突凸显，雇主一方面通过增加稳定工作来满

足国家政策的合法性要求，另一方面则通过削减不稳定工作者的劳动成本来平

抑因稳定工作的增加所导致的劳动成本上升，这使得“稳定—不稳定”二元结构

趋于固化。 上述解释可以从公有单位和私有单位的差异得到进一步检验。 由于

公有单位主要面临制度环境改变带来的合法化压力，故而只出现了稳定工作不

断增加的现象；私有单位同时面临合法化压力与利润最大化压力，故而既增加了

稳定工作，“稳定—不稳定”二元结构的分割程度也有所增强。
综上，本文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最新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并从新制度主义

视角予以解释。 在理论上，以往新制度主义理论更多应用于具体组织的结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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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变迁，本文则将其应用在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上，拓展了该理论的应用范

围。 与此同时，本文试图用新自由主义逻辑与新制度主义逻辑来概括西方与中

国劳动力市场的变迁逻辑，从而为以后研究建立了一个比较分析框架。 当然，本
文并未在数据分析上直接比较西方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异同，这有待未来研究

加以弥补。
从现实角度来看，本文发现，从 ２００６ 年到 ２０１７ 年这十年间稳定工作数量在

增加，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劳动力市场趋于稳定了呢？ 正如前文所说，稳定化包括

两层含义：一是稳定工作数量增加；二是工作流动减少，每份工作的平均任期延

长，这可能意味着工作有保障，不必担心随时失业。 如果从第一个维度来说，中
国劳动力市场确实出现了稳定化趋势，但是，由于数据限制，我们对于第二个维

度缺少检验，那么这一判断可能就是不完全的。 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变化趋势

的综合判断，还需要更多经验研究予以补充，特别是工作流动问题，值得后续研

究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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